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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动力：要凯恩斯还是熊彼特 

Economic Growth Impetus in New Normal: 
To Need John Maynard Keynes or Joseph Alois Schumpeter 

 

摘要：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我国是一个崇尚投资拉动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原有经济模式的

核心就是政府主导型投资拉动增长。本文通过理论与实践上对投资拉动增长的“凯恩斯动力”客观分析，

尤其是对我国长期奉行的投资拉动增长模式进行了理性反思，进而论证了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加快从投资

拉动增长的“凯恩斯动力”向创新驱动增长的“熊彼特动力”转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并认为要使“创新驱动

增长”成为经济新常态下的增长动力，唯有依靠全面深化改革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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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na is a developing country which advocates investment to stimulate economic growth due to 

all sorts of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reasons. Her original core of economic model was government-oriented 

investment pulling economic growth. This paper objectively analyzes “Keynes impetus” of investment-pulled 

economic growth from theories and practices, especially, rationally reflects long-term adherence to the growth 

pattern of investment-pulled economic, and then discusses that it is urgency and significance to quicken to turn 

from “Keynes impetus” of investment-pulled economic growth to “Schumpeter impetus” of innovation-driven 

economic growth. Therefore, it is an only approach to deepen reform all round if “innovation-driven economic 

growth” will be the growth impetus in new n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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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和熊彼特是 20 世纪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1930 年代，凯恩斯和熊彼特发生过激烈的争

论，凯恩斯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连续增加的资本和人力投入，而熊彼特认为，经济增长的

动力并不是来自经济要素投入的增加，而是一种“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由于凯恩

斯理论为当时走出萧条提供了一份有效的“行动方案”，争论的结果凯恩斯赢得了世界性声誉，占

据了主流地位。尽管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一直被人们称道，但真正盛行的还是凯恩斯主义，比起熊彼

特理论所带来的“创造性破坏”，政府决策者更愿意选择短期内能“立竿见影”的凯恩斯主义。往

往只有当“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遭遇发展瓶颈时，熊彼特的“创新驱动增长”才会被人们所

重视，创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面对 2008 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冲击，20 世纪

这两位伟大经济学家留下的理论，又再次受到世人的关注：要破解当前面临的经济困局，谁的经济

学管用。 

经济理论发展的实践证明，简单的否定或肯定西方经济学经典理论都不是学术研究应持的科学

态度，更不利于解决实践问题。只有紧密联系实践予以理性分析，才能对经典理论和观点做出科学

的解释，进而提出有效的实践对策。 

二、投资拉动增长的“凯恩斯动力”的理论贡献及其局限性 

理论思想总是一定时代的历史产物，一定时代下产生的理论思想总会带有鲜明的时代性。因此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

内”。①有鉴于此，要想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评价凯恩斯理论思想，只有把凯恩斯理论思想放在

其产生的特定历史范围内进行辨证分析，否则必然会导致理论解释与实践应用的方向性错误。投资

拉动增长的“凯恩斯动力”是基于当时流行的古典经济学理论无力解释和解救 1929-1933 年爆发的

世界经济大危机而提出的。聪明的凯恩斯另辟蹊径，重新思考经济学的基本前提，对当时的经济大

萧条采取了与古典经济学完全不同的分析，从宏观的、总量的角度去考察当时发生的经济问题。首

先在理论上否认了传统的古典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实现充分就业的假说，进而以市场经济

中的“三大心理规律”为假设前提，对经济大萧条予以全新说明，论证了市场经济系统也未必能够

实现自我调整，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了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必要性及有效

性，强调连续增加的资本和人力投入对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于连续增

加的资本和人力投入，以此为经济大萧条开出了药方，即所谓的投资拉动增长的“凯恩斯动力”。

尤其是 1933 年美国罗斯福总统上台推行“新政”，“新政”以增加政府对经济直接或间接干预的政

策措施大大缓解了大萧条所带来的经济危机与社会矛盾，这在实践上有力地支持了凯恩斯的理论思

想。凯恩斯为经济大萧条开出的药方，先后被资本主义国家应用于实践，使危机后的经济重新步入

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带来连续令人沉醉的经济增长。凯恩斯理论也由此统治了 20 世纪 50-6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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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被经济理论界称之为“凯恩斯时代”。由于在危机中产生的凯恩斯理论，

它没有也不需要去研究发现长期内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问题，因此长期应用凯恩斯主义的西方国家

不仅经济增长上不去，通货膨胀却随之而来，20 世纪 70-80 年代西方国家出现的严重“滞涨”现象，

给凯恩斯理论的局限性提供了充分的经验证据。 

回顾主流经济宏观经济学发展历程，诞生于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之中的凯恩斯经济学，

不失为人们理解衰退和萧条的最好理论框架，它本质上是危机经济学，在短期内对于熨平经济波动、

避免大萧条阵痛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易于赢得政府接受，成为政府的政策共识。正是因为

如此，自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每次经济大萧条后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被很多国家作为应对经济

危机，防止实体经济进一步下滑的重要手段。尤其是 2008 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凯恩斯主义又再

次被人们奉捧，西方发达国家纷纷采用被弃用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支出扩张计划刺激经济。美

国政府出台了 7870 亿元经济刺激计划（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政府最庞大开支计划），力图

用积极的财政支出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削弱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避免经济的深度衰退，

托住有可能再度滑入经济大萧条深渊的美国经济。美国政府出台的这一强刺激经济政策方案，成为

21 世纪初经济大萧条下市场经济国家“回归凯恩斯”的一个典型案例。实践证明，应对经济危机

的严重冲击，凯恩斯有利的短期决策确实卓有成效，其在理论中透露出的聪明卓绝判断力，已经站

在了任何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哪怕后来出现新的问题，凯恩斯的决策失效，但他依旧站在一个让人

仰视的高度上，萨缪尔森曾这样评价凯恩斯理论的贡献：“在 20 世纪没有一位经济学家的影响力能

超过凯恩斯”。 

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长期应用凯恩斯扩张性的需求管理政策也有代价，它容易在不解决

危机深层问题的同时滋生虚假繁荣，向市场注入过多通胀因素，扭曲市场信号、滋生经济泡沫，并

延缓经济结构转型、制度创新等深层次问题的解决，最终在经济系统内累积成多种后遗症而迸发出

来。用凯恩斯的话说，“从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①可见凯恩斯政府主导下“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本质上是一种在特定的经济情形下短期需求管理政策。每当在经济遭遇危机陷入衰退时，以政府扩

大投资来填充市场投资减少造成的总需求萎缩，防止了经济深度下滑、保持了经济平稳运行态势后，

其任务就完成了，就应当适时退出，它不可能也不适宜解决长期经济增长问题。客观公正评价，“投

资拉动经济增长”是凯恩斯针对大萧条开出的药方，把凯恩斯的短期需求管理政策作为经济危机时

的临时“救急”措施是没有问题的，而问题出在人们把短期需求管理政策长期化了，换句话说，凯

恩斯为经济危机开出的“救急”药方，决不能长期服用，否则，必会带来严重后果。 

反观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投资拉动增长”模式长期化的结果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教

训是深刻的。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我国是一个崇尚投资拉动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原有经济

模式的核心就是政府主导型投资拉动增长。政府主导“投资拉动增长”模式在我国有非常深厚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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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基础，长期以来，政府总是始终在试图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需求管理政策去解决中国经济长期失

衡的问题，政府主导投资拉动增长的政策频繁出招，解决短期稳定问题却能“立竿见影”，尤其对

于政府任期内要实现的短期政绩目标，“投资拉动增长”更是具有强动力。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投

资拉动增长”模式对国民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大，提高综合国力、基础设施改善、增加就业、民生改

善、消除贫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不仅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而且还对世界经济

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投资拉动增长”模式潜行在经济系统之中的巨大成本，随着时间的

推移明显暴露出来了，产能过剩严重、高耗能高排放、资源滥用浪费严重、生态环境恶化、企业技

术创新乏力、资本回报率下降和边际产出下降、实体经济盈利变弱、地方政府债务危机以及权力寻

租现象频发，官员腐败大案、窝案不断出现、社会矛盾增加等一系列问题叠加交错浮出水面，成为

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严重障碍。前伤未愈新伤又来，正当我们处在“投资拉动增长”模式后遗症阵

痛期时，2008 年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为了积极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中央政府实施了

“4 万亿”投资拉动计划，由此引发了中国地方政府投资的狂欢，新一轮投资拉动增长热潮又在全

国高涨起来。凡事过犹不及，虽然在大规模投资计划的强力刺激下，我们一时赢得了危机冲击下

2008 年至 2011 年 GDP 年均增长 9.6%的高水平，为眼前经济稳健增长发挥了重大作用。但自 2012

年开始，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不断增大，累积的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近年来，政府“微刺激”政

策频频出手，政府用“微刺激”保“稳增长”付出的努力可谓相当“辛苦”，但“微刺激”效力越

来越差，守下限越来越被动，“微刺激”形成了“经济增速下滑→微刺激→小幅反弹→再下滑”的

循环圈。实践证明，中国单纯依靠投资拉动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已基本走到了尽头，如何寻找推

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是未来一段时间对于中国经济最大的考验。如果我们现在不拿出壮士断腕的

勇气和气魄，从投资拉动增长的“路径依赖”中彻底走出了，将来付出的历史代价就会更大。 

三、创新驱动增长的“熊彼特动力”是新常态经济增长动力的必然选择 

时下，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已经成为中国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界的共识。“谋定而后动，知

止而有得”。适应新常态，首先只有“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才能科学认识新常态下的新特征、

新动力，进而积极引领新常态。新常态的特征主要表现在“速度、结构、动力”三个方面：速度——

“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从要素驱动、投

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然而，这三方面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增长速度换挡和经济结构转

型升级的背后是经济增长动力在发生转换，增长动力的性质决定着增长速度和结构转型的质量，增

长动力的转换是重中之重。新常态下显著特征就是增长动力转换，即从传统的“投资拉动增长”转

向“创新驱动增长”，“创新驱动增长”是经济新常态下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源。实践已经证明：“投

资拉动增长”虽能发急功近利之力，但它却无可持续发展之功。依靠传统的投资拉动增长模式已经

难以为继，倒逼中国经济转向创新驱动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纵观世界经济，一部经济史就是创新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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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创新是现代经济持续增长的唯一动力源。如果一个国家真正把创新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

依靠创新激发出了经济持续发展的内在活力，那么人们就不用担忧经济增长了，持续经济增长自然

会“不用扬鞭自奋蹄”，而且将是一种速度与质量并重的增长率，这就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下所需要

的增长率。由此可见，如何让“创新”在经济新常态下发挥作用，这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思想认识问

题，而且更是一个十分紧迫的实践问题。 

谈“创新”，不谈熊彼特的经济理论就像一部没有哈姆雷特的《王子复仇计》，一定索然无味。

创新（Innovation）是熊彼特经济理论的核心概念。“创新”一词最早是由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

夫·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 1883～1950 年）于 1912 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

提出。1939 年和 1942 年熊彼特又分别出版了《经济周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

两部专著，对创新理论加以补充完善，逐渐形成了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的独特的创新思想体系，提出

了“创造性破坏”理论。熊彼特指出，创新的本质应该是“创造性破坏”。熊彼特通过从静止的“循

环流转”到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的深入剖析，赋予其“创新”概念以特殊内涵，主要包括以下五种

情况：（1）引进新的产品，即产品创新；制造一种消费者还不熟悉的产品，或一种与过去产品有本

质区别的新产品；（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即工艺创新或生产技术创新。采用一种产业部门从

未使用过的方法进行生产和经营；（3）开辟一个新的市场，即市场创新。开辟有关国家或某一特定

产业部门以前尚未进入的市场，不管这个市场以前是否存在；（4）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

给来源，即开发新的资源，不管这种资源是已经存在，还是首次创造出来；（5）实行一种新的企业

组织形式，即组织管理创新。如形成新的产业组织形态，建立或打破某种垄断。熊彼特在系统阐释

“创新”内涵的基础上提出了“创造性破坏”理论。该理论认为，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

函数”，就是要“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破坏旧的经济结构，创造新的经济结构，是

“一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这种持续不断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形成的经济增长新动力，这就是

所谓的“熊彼特动力。” 

熊彼特认为，“创新是创造性破坏”，这种“创造性破坏”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而创新的动

力来自于企业家，没有企业家就没有创新，也就没有发展。经济发展是在企业家推动的一轮又一轮

创新活动中沿着“创造性破坏”路径实现。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因此经济发展

的动力并不是来自经济要素投入和投资的增加，而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创造性破坏”。熊彼特的“创

造性破坏”理论，突破了西方传统经济学仅仅从人口、资本、工资、利润、地租等经济变量在数量

上的增长来认知经济发展，试图通过分析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在提高生产力过程中的作用，揭示并

强调创新活动所引起的生产力变动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推动作用，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阐释

和认知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回首看，熊彼特的“创新”思想不仅在经济学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直

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今，全球经济所破坏和创造的巨大价值不断地印证了“创造性

破坏”这一前瞻性论断。管理学大师德鲁克（Druker,1983）曾做过这样评价：“在两次世界大战期



26《发展经济学论坛》2015 年第 2 期 

 
 
·6· 

间，没人比凯恩斯更有才气，更精明，熊彼特则表现得平淡无奇——但他有智慧。聪明赢得一时，

而智慧天长地久”。①目前我国进行的经济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升级、淘汰落后产能，何尝不是一种

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的 “创造性破坏”？这种“创造性破坏”一方面使落后生产力不断萎缩

和退出，另一方面使高效的生产力不断产生和扩张。经济新常态下选择“创新驱动增长”的新动力，

无疑是遵循经济规律的必然，舍此别无他途！我们必须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发展的核心

战略高度，深刻认识经济新常态下选择“创新”作为经济增长动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创新是推动一个国家和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引领新常态，必须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2014 年 8 月 18 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召开的第七次会议，中央高层决策研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并强调指出要抓紧出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政策和部署，为经济新常态下选择“熊彼特动力”

指明了方向。 

航路已经指明，坚冰有望打破。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一直十分

重视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问题，早在 1995 年制定“九五”计划时就明确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

放型转向到集约型，这说明我们并不是没有认识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和必要。但是经过

20 年来的努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仍不明显？政府决策者往往很难跳出“路径依赖”的行为选择，

总是在复制“投资拉动增长”的旧模式？究其深层原因，“投资拉动增长”模式在我国有非常深厚

的体制基础，如果这个体制基础不改变，还有可能会沿着“投资拉动增长”的模式继续走下去，从

这一意义上说，改革攻坚的恒心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决定着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速度。

中国是一个转型中的发展中大国，要使创新驱动增长成为一种常态，改革的顶层设计不仅是必须的，

也是必然的。因此只有也唯有依靠中央顶层设计，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

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为创新拓宽道路。彻底改革长期以来助力于“投资拉动增长”模式的行

政体制、决策机制，尽快补上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市场体系不完善、企业改革不彻底、知识产权

保护制度改革严重滞后等体制机制“短板”，建立完善适应创新驱动发展要求的制度环境和政策法

律体系。当前要继续推进简政放权为重点的政府改革，“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用

市场的办法，建立一个新的适合于市场经济的国家创新体系，使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得到

充分发挥。尤其值得强调指出的是，创新驱动增长与投资拉动增长相比，是需要时间和耐心的，创

新驱动增长虽有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之力，但难收立竿见影之效，这对于五年一届任期的政府来说，

无疑是对为政品德的一个考验。 

四、结语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只有继续攻坚克难，顶住

                                                        
① 1983 年，为了纪念熊彼特和凯恩斯诞辰 100 周年，德鲁克在《福布斯》杂志发表的题为《现代预言家：是

熊彼特还是凯恩斯?》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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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慢改革步伐或削弱改革力度的压力，全面深化改革力度，才能为“创新驱动发展”持续常态化提

供一个良好的制度保障和一个和谐的社会文化氛围，如果说创新是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那么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必不可少的点火器。启动新引擎，握紧点火器，是当前摆在中国经济新常态

下经济发展面前的两大迫切任务，我们一定要在尊重规律中顺势而为，抓紧抓好，让创新充分获取

改革红利，使之真正成为新常态下的新动力。我们有理由坚信，只要我们持之以恒，奋力作为，“创

新驱动增长”所创造的中国经济发展奇迹会更加引人注目和让世人惊叹。 

创新驱动增长的“熊彼特动力”作为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新动力，是基于在理论和实践上对投

资拉动增长的“凯恩斯动力”局限性深刻分析得出的逻辑结果，是尊重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

但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警惕两种极端倾向：在理论上不能因为凯恩斯理论的历

史局限性，就彻底否定凯恩斯理论；在实践上不能因为传统“投资拉动增长”模式带来的负效应就

患上“投资恐高症”，进而否定投资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不可替代作用。任何时期，投资都是经济

增长的必要条件，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我们所要否定的仅仅只是人们固化了的“投资拉动

增长”思维模式和并把它作为长期化决策行为，否则我们将会犯“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的错

误。 

经济学研究需要直面真实世界，面对经济周期现象，人类还没有一剂万能的灵丹妙药，最终走

出危机需要采取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办法。凯恩斯与熊彼特是“大萧条”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凯

恩斯关注的重点是短期政府政策，注重提出解决当下问题的办法，能够为我们提供避免经济大萧条

剧痛的止痛药，重在治标；而熊彼特关注的重点则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注重提出解决经

济体系内部产生繁荣动力的办法，重在治本，能够为我们提供强身健体的长效药方。基于长周期理

论视角，凯恩斯与熊彼特的这两种理论是互补的，关键在于如何把“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办法

融合成一个有机的理论体系，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能不能找到凯恩斯与熊彼特理论思想的重要交

汇点，并科学地融合他们的经济学构想，创造出新的经济理论，这既是当前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空白，

也是一个困局，其任重而道远。“理论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树常青。”展望未来，我们有理由自信，

也许这一困局将会是一个产生新经济理论的契机，历史证明，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会催生出新的科

学理论，新的科学理论又将指导着人类社会继续向前发展，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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